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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王老，我们采访
过你多次，今天的第一个问题
是，季羡林曾经说过，他说自
己“ 真 话 不 全 说 ，假 话 全 不
说”，你自认为新书《中国天
机》做到了吗？

王蒙：我写《中国天机》，觉
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这还不
单纯是一个真话和假话的问
题。我想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
验，真实的想法，尽可能充分表
现出来。

我有时候半开玩笑地说，
我说任何一句话都有 25 种说
法，但是只有一种是最恰当的，
因为语言一说出来后，它已经
不完全归你掌握，别人可以有
不同的理解，他可以从不同的
角度来考虑这个话，就必然会
有误解。

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目的
不是为了个人出风头，我都快

80 的人了，还有什么风头可
出。我爱人三个月前去世了，
确实我的目的是把我看到的真
实政治经验、政治忧虑，还有政
治的关怀、愿望、理念，能够一
一说出来。

譬如我希望有某一部分人
给我喝彩，那喝完彩又怎么样
呢，喝完彩比如说社会上的黑
暗现象就减少了吗？还是喝完
彩更黑暗了？甚至是喝完彩后
你又往里面加进一些情绪化的
因子？有时候喝彩它不可能对
老百姓，对国家，对社会有真正
好处。相反，它会变得非常情
绪化，所以我觉得不但要说话，
而且要考虑我说话的效果。

我的意思是说，同样是真
话，你又有 25 种表现方式，你
要找一个效果最好的方式，要
有一个高度建设性的方式，但
是我要想说话，我一定要说出

来，我死活要说出来。
新京报：《中国天机》书中

229 页写道：“一个只有中华文
化才会有的说法，有些事要说
也要做，有些事先做着看看，不
必急着说。国企的改革，还是
要大讲特讲，但是讲讲别忘记
也就行了，这就叫心照不宣，这
就叫天机不可泄露，”这个是不
是你总结出的“中国天机”的一
部分？

王蒙：这不是我总结出来
的，这是某位领导同志总结的。

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写悼
念谢非的文章，登在《人民日
报》上，是这样说的：谢非同志
告诉我，你好像很致力于改革，
这是好的，但是你说话太多。
你要知道有些事就是要先做但
不要说，有些事一边说着一边
做，还有一些事你先说着，不一
定急着做。

与王蒙对谈
“中国天机”

王蒙新书《中国天机》在6月的银川书博会上举
行了首发。新书《中国天机》共分5辑28章，从旧中
国的死亡一直写到今天。全书以史带论，夹叙夹
议，有理有据。谈及新书，王蒙表示，自己从小在政
治之中生活，也把自己的政治见闻与见解倾注在了
这本书中。

“我是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追求者、参与者与
书写者。”“中国天机”到底是什么？王蒙说，这本书
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角度，从人性和生活，从世界大
势发展的角度解读20世纪中国的文明史，1949年
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
展变化的相关问题，这就是“天机”。本报记者与作
家王蒙就此展开对话。

新京报：读你的书有一个
明显感受，似乎你有一种保守
主义的倾向，保守的当然不仅
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
原因让你选择了这种态度？

王蒙：第一，我本人对儒
家传统的保守主义，有很大的
保留，我认为那个是自己蒙自
己，很简单，以为靠《三字经》、

《弟子规》能把中国社会搞好，
这太可笑了。你就让他读一
遍《红楼梦》，再读一遍《三国
演义》，再读一遍《水浒传》，就
知道靠《三字经》和《弟子规》，
靠《论语》和《孟子》，能不能把
中国搞好？所以这是我要说

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革命它不是

一个个人喜爱或者是不喜爱的
问题，而是说这个社会它所具有
的这个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
没有这个革命，没有这一步一步
它是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发
展到今天以后，你会想到其中很
多本来可以做得更好，本来可以
付出更少的代价。但是你说这
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如果把革命的这一
套彻底否定，认为本来中国很
好，又有孔子，又有孟子，又有
中医，又有气功，我们靠《论
语》、《孟子》，中医，气功，就能

自立于民族之林，半部《论语》
治天下，这种人还有什么救？
这是“亡国灭种”的理论。

新京报：你反对让孩子从
小学《三字经》，为什么？

王蒙：这是我反对的。上
海好像已经出现以读经为主
的学校，后来我们国家的教育
行政部门，教育部，教育厅局
还发了正式的文件，不承认他
的学历，你要是小学必须学我
们国家规定的算术、语文、体
育、科普知识，不能用念经来
代替语文，更不能用读经来代
替算术。

（下转B03版）

谈做官“第一有独立性，第二有依附性”
新京报：你的书基于个人

生活经历以及对国家政治发
展过程的观察，你曾经做过
文化部的部长，从政的这段
经历，对在书里面写到的自
己窥破中国“天机”，起到什么
作用？

王蒙：当然，从一个写作
者的角度来说，这是很重要的
经验，而且这个经验是别人得
不到的。一位台湾背景的朋
友说，我不知道王先生原来是
中共党官，他还在用这个词，
咱们都没这个词了。

我是在基层呆过的，我最
早的时候在北京的区里头工
作，第三区，那时候做过很多
各种具体的事。所以我接触
生活还是多。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个人
和体制之间的关系？你认为
自己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
性，还是有一定的依附性？

王蒙：第一有独立性，第
二有依附性，都有。为什么
呢？1945年我还没有满11岁，
1945 年秋天，我很偶然又很准

确地就和北京地下党建立联
系，然后我就拼命地从他那里
读那些左翼书籍，包括毛泽东
的著作，还包括苏联的那些小
说。那时候我不能说我 11岁，
我已经有非常独立的判断的
能力。

相反，1945 年以后，全世
界左翼思潮处在一个高峰时
期，由于二次大战苏联胜利，
以及暴露的资本主义世界的
问题，二战后像法国、意大利
共产党的膨胀、发展是咱们现
在的人根本不能够想象的。

新京报：包括德国也是。
王蒙：德国也是这样，所

以中国知识分子也是大批的
喜欢左翼。我得到的这些知
识都是从左翼的思潮这边来
的。当时很简单，1945 年以
后，人民解放战争开始了，我
是随着这个走的，我是全心
全意，十几岁就每天在那画
地图，研究解放战争形势，我
像吸收《圣经》一样地吸收所
有关于共产党、关于社会主
义、关于共产主义的宣传、理

论小册子，以及解放区的这
些东西。所以，你如果说我
依附，当然依附，今天我做的
很多事情也是离不开这个体
制的。

可是，与此同时我要说
明，我是很文学的一个人，我
写东西从来不教条，我即使写
很正面的、非常高端的一些语
言，里头也有我自己的真情实
感，而且我的细胞感觉很灵
敏，我的感受是很锐利的，很
敏锐的。

我对各种事情有自己的
看法，爱琢磨事、讨论事。即
使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和领
导和组织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地方，我也有我自己的说法、
体会，在这种不同的说法之中
也说明有自己的选择，也有自
己不愿意多说的一些话。

我没有一分钟停止过独
立思考，随时都在想，晚上睡
觉翻身的时候有时候还想到
一个事。我为这个付出过代
价，因为谁让我长了这么一个
头脑，还管点事的头脑。

谈保守倾向 不可能靠“半部《论语》治天下”

王蒙 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国当
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
形》等近百部小说。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
部部长。

谈新书“任何一句话都有25种说法”


